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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崛起下東亞區域各國的反應，是近年來廣受關注的議題，中國邊

疆地區的反應則相對受到忽略。以人類歷史上並不罕見的多民族大帝國視

角來看，曾經的外邦可以收入版圖，曾經的境內也可能叛離或喪失，控制

程度的深淺時有變動，在尋求跨越時空通論解釋的國際關係理論視角下，

這看似南轅北轍的古今中外不同帝國的收放之間、異族的叛服之間，共通

的關鍵因素究竟為何？現實主義所聚焦，物質力量的興衰固然重要；但建

構主義的脈絡中，異族對帝國有無文化認同，是否也不可忽視呢？於此，

既有研究除關注西方的羅馬帝國，更聚焦於東方的清帝國，探究兼有儒家

與內亞性格的清朝，是否更能穩固對邊疆的控制。從此延伸出進一步的問

題，相較於清帝國對今天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有成功收服，僅屬儒家與

漢人性格的明帝國，卻也成功維持西藏的歸附。較之西藏與清朝之間，西

藏與明朝之間，是否也存有某種文化認同？對此本文將探索明代史料中的

西藏，以為當代中國的崛起提供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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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崛起下東亞區域各國的反應，是近年來廣受關注的議題，也是國際

關係理論研究的焦點。按照典型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觀

點，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上升、軍事預算激增，加上一帶一路的對外投

資大幅擴張，南海的填海造島、不時發動的灰色地帶行動，軍事演習與機艦

巡弋也日益頻繁，崛起的中國終將引起抗衡聯盟（Ross 2006, 355-395; He et 

al. 2012, 227-250; Ikenberry 2014, 41-63; Shifrinson 2020, 175-216）。近年來

美國掀起對中貿易戰（Chong et al. 2019, 185-202）、美日印澳展開四方對話

（QUAD）（Kliem 2020, 271-304）、美英澳進行安全與科技合作（AUKUS）

（Gardner 2021, 18-19），都可視為先聲。相對地，從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

（cultural identity）觀點來看，中國的崛起並不必然啟動他國群起抗衡，如康

燦雄（David Kang）就主張，中國過去在東亞的強大就沒有引發聯盟的反制，

這是因為區域各國分享、認同了中國的文化（Kang 2005, 53-79; Kang et al. 

2016, 766-777）。同樣的道理，今天中國崛起引起區域不安與緊張，並不是因

為中國崛起的本身，而是因為文化認同的缺乏：當今的中國無法在文化上吸

引、感召他國（Kang 2003; 2004, 165-180; 2003, 57-85）。

於此，中國邊疆地區的反應則相對受到忽略。近期以來，內蒙、新疆、西

藏等地的騷亂時有所聞，在中國物質力量日益強盛之際遭遇這樣的反彈，似

乎與崛起的中國遭遇東亞區域國家的抵制，十分類似。邊疆地區雖說可用簡

單的國內／國際二分法，僅視為「內政問題」而脫離了國際關係研究的範疇

（Hillman et al. 2016; Han 2011, 941-962）。然宏觀來看，曾經的外邦可以收

入版圖，曾經的境內也可能叛離或喪失，帝國對邊疆控制程度的深淺時有變

動，有時不過就是開放貿易與派駐軍隊，猶如當今強權對弱國所為，可見帝

國邊疆雖說算是帝國境內，但亦可謂有國際關係的性質，並非單純只是現代國

際法主權概念下明顯絕對的內外之別。其實，多民族大帝國在人類歷史上並不

罕見，在尋求跨越時空通論解釋的國際關係理論視角下，這看似南轅北轍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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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外不同帝國的收放之間、異族的叛服之間，共通的關鍵因素究竟為何？與

區域國家面對崛起的中國類似，現實主義所聚焦，物質力量的興衰固然很重要

也必不可少，但是否這樣就夠了呢？還是說建構主義的脈絡中，異族對帝國有

無文化認同，仍不可忽視？於此，既有研究除關注於西方的羅馬帝國，更聚焦

於東方的清帝國，打破將清朝只當作中國朝代的視角，而改視之為一個多民族

的帝國，探究兼有儒家與內亞性格的清朝，是否更能穩固對邊疆的控制。從中

發現的是相當分歧的證據：清朝對於有著類似游牧騎射生活、共同喇嘛教信仰

的蒙古，的確是有其感召，但對於也有相同宗教信仰的西藏、生活與信仰迥

異的南疆回民，清朝對其並無均非漢人的論調，所採取的反倒是對文化多元

（cultural pluralism）的一視同仁包容性論述。

既然清朝其實不盡然是仰賴滿人也不是漢人來感召外族，則漢人是否也一

樣可以用文化的多元包容來感召外族呢？從此延伸出進一步的問題，相較於

兼有儒家與內亞性格的清帝國，可對蒙古、新疆、西藏有成功收服，僅屬儒家

漢人性格的明帝國，卻也成功維持西藏的歸附。明朝於西元1368年建立，西

藏旋即於西元1372年歸順，較之西藏與清朝之間，西藏與明朝之間，是否也

存有某種文化認同？毫無疑問，相對於蒙古對清朝有相似生活方式與相同宗教

信仰這樣「較濃烈」的文化認同，西藏對明朝就算有也只是對其多元包容這種

「較淡薄」的文化認同，
1
但聚焦於此探索明代史料中的西藏，仍可為當代中

國的崛起提供參照。此係最可能案例（most likely）的邏輯來選擇觀察對象：

如果在最有可能的案例中都還找不到支持某一理論論點所需的證據，則可拒斥

此一理論的主張（Levy 2008a）。於此，西藏地形困難、氣候寒冷，外力想要

入侵存有當時難以克服的障礙，西藏在物質上很有條件可以抵抗明朝，但有明

一朝西藏竟然輕易且持續順服，是建構主義文化認同論最可能找到證據的案

1 以康燦雄的研究而言，「文化認同」本來是僅限於文化「共同性」，例如朝鮮與明朝

之間，也就是本文在此所說「較濃烈」的文化認同；但從對清朝的研究中，除了滿蒙

之間有文化共同性，清朝對回民亦有存異而不必然求同的「多元包容性」。清朝這一

視同仁的態度，雖說可能產生的是外族對清帝國的政治認同，但政治亦為文化的一部

份，即使沒有共同的文化可作為文化認同的對象，一視同仁的態度作為一種有政治意

涵的包容性文化，亦可以作為一種「較淡薄」的文化認同對象。從此，本文遂對康燦

雄原本的「文化認同」作出擴充解釋，同時包含「較濃烈」與「較淡薄」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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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從此，倘若在明代漢文史料中，明朝對西藏都只是權謀利害算計的統馭之

術，則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論將被否證，現實主義的論點將可展現跨越時空的

解釋力：從古到今、從西方到東方，即使文化不同，馬基維利主義與法家思想

仍是英雄所見略同。反之，倘若一種不以漢人為中心、能夠多元包容異族的文

化認同力量，在過去確實促使中原的帝國，成功向西藏這邊疆擴展並確保異族

的效忠，則當今崛起中國的未來如何，關鍵可能同樣也是在文化認同的層面。

不諱言，在沒有同步搭配最不可能案例（most unlikely）的研究，並也同樣發

現正面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本文即使證實在西藏案例中文化認同的作用，也只

算是初步的個案性發現，僅屬研究紀要性質，還不可作為通案普遍性的論證，

但至少說明了文化認同因素，仍值得持續的研究探索。

本文首先將回顧羅馬帝國與清帝國的相關文獻，探查邊疆異族對帝國是否

有文化認同，從中帶入既存有關明朝如何控制西藏的相關文獻，再檢索明代史

料中的西藏，最後綜整研究的發現，為後續研究提供啟示與指引。

貳、文獻探討

帝國邊疆對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而言，是個相對陌生的領域。西方文

明發源於環地中海的地區，上古時代多民族大帝國是常態，但自西羅馬帝國

滅亡後，儘管尚有東羅馬帝國、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等多民族帝國的

存在，但近代以來歐洲的強盛是民族國家間的多極體系（Levy 2008b, 11-33; 

Ikenberry 2002），即使有所謂霸權也主要是基於海軍、貿易、殖民的海洋帝

國（Modelski 1988; Wallerstein 1974; 1980; 1989; Kennedy 1987），使得本文所

關注在陸地上「帝國的收放之間、異族的叛服之間」，大致上較少進入當代主

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視野中（Gilpin 1981）。關於帝國的邊疆，既有主要的研究

是集中在歷史學界，在西方羅馬帝國是其焦點，文化認同因素也在其中被討

論，從而與東方的清帝國、明帝國，以及當今中國的崛起，有了理論上的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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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羅馬帝國

早期的研究對於羅馬如何看待外族，是否能感召外族使之產生文化認同，

並不關心，僅認為外族是毀滅帝國的入侵者。例如英國羅馬史研究權威吉朋

（Edward Gibbon），在他著名的《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就直言：「羅馬帝國的衰弱與墮落，讓野

蠻與迷信得以勝利」（Gibbon 1909, 308）。二十世紀初期，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再將吉朋的說法條理化，

指羅馬衰亡有內部的文化衰弱與外部入侵（Toynbee 1934, 421-422），並總結

道「這是野蠻與宗教的勝利。」（Toynbee 1934, 260）。隨後的研究則在湯恩

比內部與外部兩個因素間，探討究竟哪一個因素比較重要（Hands 1963, 153-

168）。認為外部因素較重要的如貝恩斯（Norman Hepburn Baynes），他認

為：「在多瑙河各省不斷遭受蹂躪的同時，小亞細亞也飽受入侵。小亞細亞的

帝國人民願意奮力抵抗；而西羅馬帝國的人民既不願意出錢，也無抵抗意志，

最終只得被消滅。」（Hands 1963, 168）。至於認為內部因素較重要的，則

如哈蒙德（Mason Hammond），他認為到了西羅馬帝國晚期，「羅馬軍事精

神和紀律的傳統不復見於義大利，僅能在外省的軍警中找尋。」（Hammond 

1959, 200）。

這些論述中是沒有直接探討，外族對羅馬帝國有無文化認同感，但仍隱約

可見端倪。如同法蘭克（Tenney Frank）所述，「一個接著一個，羅馬帝國的

皇帝們為了獲得外族的歡迎，而將外族信仰的神祇也加入羅馬的神殿中。」

（Frank 1916, 707），這就是羅馬企圖在文化上使外族也認同羅馬的作法，只

不過在這些早期的學者眼中，這種作法不但無效，還讓羅馬原有的精神變質

且淪喪。這只將外族視為羅馬帝國毀滅者的觀點，到了1980年代開始有所轉

變，漸漸認為羅馬帝國文化先進且多元包容，使外族受到感召而樂於成為帝國

的一分子。外族既感受到羅馬的優越，又能在羅馬體制下保有自己的獨特性，

使外族也開始認同羅馬。甚至到了西羅馬帝國晚期，當羅馬原有尚武風氣不復

存在時，反倒是這些本來的外族，認為自己才繼承了羅馬的精神，也才起來推

翻在他們眼中已經腐化的羅馬帝國（Goffart 1981, 275-306）。引領這股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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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的是戈法特（Walter Goffart），他強調對這些羅馬的外族，研究時不應當

預設立場，認為他們是入侵者或破壞者（Goffart 1981, 305）。

上述的研究雖然沒有使用國際關係理論的術語，但其言下之意就是羅馬對

外族是有感召力的，外族對羅馬帝國是有文化認同的，才促使羅馬帝國的版

圖擴展成功超過羅馬原有族群的範圍。不過，這種論點很快就在後續的研究中

遭到挑戰，他們認為外族的確就是羅馬帝國的毀滅者與入侵者、是有主體性

的，在想通自己並不是羅馬人後，就將羅馬帝國粉碎。這些研究同意，羅馬

帝國的確努力想讓外族認同羅馬，但並未發生預期的效果，例如希瑟（Peter 

Heather）的研究即認為，所謂外族認同羅馬的觀點，只是天真且一廂情願的

想像（Heather 2018, 80-100）。他主張，外族被納入羅馬帝國後，與帝國原本

的繁榮奢華格格不入，因此感受到他我之別，外族的自我認同反而增強。同

時，這些加入羅馬的外族，往往是小單位自給自足的戰士團，同袍意識本來

就很濃厚，他們在面對尚未納入羅馬的外族同胞時，反而更是助長了自己不是

羅馬人的認同。也就是說，外族在替羅馬守邊的過程中，終於確定自己不是羅

馬，因而推翻了羅馬（Heather 1995, 4-41）。

羅馬帝國對外族到底有無感召？外族是否認同羅馬？由於正反雙方勢均力

敵，後續的研究遂分別加以地區性、議題性的微觀補充、追加。其中，斯德巴

頓（Harry Sidebottom）認為，羅馬在共和時期上層統治階級有共識，並不積

極開拓邊疆，但是帝國時期皇帝們為了彰顯自己的功績與能力，才特別喜好發

動戰爭，而遭遇其他貴族菁英的反制，致使政爭不斷（Sidebottom 2005, 315-

330）。換言之，外族只不過是羅馬皇帝身上的功勳而已，對羅馬的文化認同

並不存在。相對的，如馬西森（Ralph Mathisen）則認為，羅馬有意建立一種

跨越民族的多元認同，他針對羅馬統治時期如何定義並執行「公民」的概念

（Mathisen 2006, 1011-1040），就曾分析道：

⋯⋯皇帝奧里略（Marcus Aurelius）稱自己為一個「世界城市的公

民」、「根據其法律，平等對待向所有人開放」。⋯⋯羅馬⋯⋯對

於⋯⋯異邦人（peregrini）在以法律條件下結婚、立遺囑和經商都受

到羅馬法的保護。⋯⋯奧古斯都（Augustus）皇帝統治時期⋯⋯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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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國人，透過在羅馬軍隊或市議會中服役，進而取得公民權的，令

羅馬公民的數量迅速增加，絕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Mathisen 2006, 

1012-1013）。

馬西森也討論「異族通婚」，認為過去以「瓦倫丁尼亞婚姻法」（The 

Valentinianic Marital Law）為證據，認為羅馬對外族有防範與歧視是不正確

的，之所以會有限制只是為了防止權利義務產生混亂：

關於異國／族的婚姻，採用特別法律不足以為奇。⋯⋯該法律⋯⋯希

望遏止法律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的人之間結婚；但在外族和羅馬人並非

絕對相斥的情況下，例如這些外族沒有軍事義務，或者已經在其他羅

馬法規的保護下⋯⋯這意味著任何沒有義務的外國人，或具有自由身

分的外族都可以自由地與羅馬人結婚⋯⋯（Mathisen 2009, 154）。

換言之，外族因為受到公平的待遇而對羅馬產生認同感：

⋯⋯外族和羅馬人完全可以自由結婚，只要婚姻是「兩者地位平

等，則法律允許」。而羅馬統治時代，類似婚姻這種非排他性的

思維在其他領域也很廣泛。⋯⋯四世紀的西班牙詩人普魯登修斯

（Prudentius）曾說道：「法律令我們平等。一統的城牆內，每個城

市的人在都擁抱同胞。異邦人與我們聯姻，因為混血，一個家庭是由

不同的人創造的」（Mathisen 2009, 155）。

二、清帝國

從西方來到東方，約莫與羅馬帝國同時期的漢朝，及接下來不同歷史時期

漢人與外族的互動，也有頗多與外族是否認同羅馬帝國類似的對立論點。一

邊是站在漢族中心的立場，多少有些一廂情願的認為，漢人文明先進且包容、

吸引了外族認同（張谷銘 2016, 375-460; 錢穆 2018, 41-42; 2004, 22-24; 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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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48-49; 顧頡剛 2011, 97-98）。另一邊則認為外族仍有其自我認同，既不

同於漢人也沒有被漢化。
2
這個脈絡下清朝尤其受到關注。傳統上看待清朝，

主要強調其漢化、引進儒家思想的一面；但晚近許多的研究則強調，清朝其實

強烈保有自我認同，並不認為自己已漢化，在儒家之外還有承襲自內陸亞洲游

牧民族的內亞性格（Wang 2015, 95-119）。清帝國其實是一個不以漢人為主的

多民族帝國，而這非漢的特質也才感召了其他非漢民族，使清朝能鞏固對他們

的統治，版圖遠勝漢、明等由漢人所建的王朝。

這些被通稱為「新清史」的研究（Waley-Cohen 2004, 193-206; Crossley 

2000; Dunnell et al. 2004; Elliott 2001; Rawski 1997; Rhoads 2000），提出後引

起許多爭論，被質疑是太過強調清朝的內亞特質而忽略清朝漢化、儒家的一

面，有矯枉過正之謬。
3
儘管如此，「新清史」的出現仍對國際關係理論有所

啟示（楊仕樂 2019），引發的好奇或疑問是：就像羅馬帝國無法感召不是羅

馬人的外族，如果說漢人王朝無法感召不是漢人的外族；那滿人建立的清朝因

為「不是漢人」，就會比較能感召其他「也不是漢人」的民族嗎？這些民族儘

管不是漢人，但滿族對他們而言不也仍是「外族」嗎？清朝較能感召外族，這

多少也有點想當然爾的說法，經過實證的檢驗發現了正反分呈的證據。根據清

朝皇帝與大臣議政的官方記載《清實錄》，清朝的確很強調滿蒙兩族的親密

性，也曾說過蒙古人應該與滿人一起對付漢人的明朝，蒙人不該幫助漢人來對

付滿人，更直指滿蒙子弟都不該沾染漢人的浮糜氣息，可說是「滿蒙一家親」

（楊仕樂 2020）。但這種論述僅限於察哈爾蒙古（內蒙地區）、喀爾喀蒙古

（外蒙地區），也屬蒙古人的準噶爾（北疆地區），卻沒有包含在內。

再論及西藏與南疆更是如此。清朝史料中，全無對藏人或回民採取「大家

都不是漢人」的論調。其中，對藏人清朝至少還有談到共同的喇嘛教信仰，

2 這類論點概分為兩大類，一是認為外族入侵、打敗漢人後，並沒有認為自己變成漢

人，而是以漢人的征服者自居；另一類則認為，唐代以後是漢人自己興起所謂「夷夏

之防」，開始大力排斥外族（村上正二 2000, 91-150；護亞夫 2000, 198-212；邱添生 
1979, 83-111；孫隆基 2013, 1-7）。

3 相對於「新清史」主要是英語世界的著作，反對一方則主要是在華語世界，其中也不

乏滿族後裔的學者，可詳見於（汪榮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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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回民清朝則是鄙夷居多（楊仕樂 2021），甚至視回民為邪魔歪道、地

方亂源，導致回漢彼此仇視（張中復 2001），要說清朝有嘗試感召回民，採

用的反而是漢人儒家經典裡文化多元的包容性天下共主論述（Yang 2017, 78-

102）。當然，就「新清史」一派的角度，他們會認為這是因為《清實錄》是

用漢文書寫、經過漢人文臣篩選（歐立德 2006, 1-18），但這無法回答「滿蒙

一家親」的論述為何就沒有一併被刪除，且滿人對漢人的各種尖銳批評也同樣

留存於史料中。
4
這樣的發現不禁引人好奇，既然滿人其實並不是靠「不是漢

人」來感召「也不是漢人」的外族，而是訴諸文化多元的包容性，何以漢人就

無法也以文化多元的包容性來感召外族呢？相較於清朝控制了今天蒙古、新

疆、西藏等地，漢人所建立的明朝雖未控制蒙古、新疆，卻也維持了西藏的

效忠。論及先天物質條件，西藏嚴苛的地形與天候，構成明朝武力投射時的極

大障礙，西藏理應比蒙古、新疆等地更能反抗明朝，為何西藏反而輕易且持續

臣服？毫無疑問，明朝對西藏絕非直接統治，到底是何種程度的控制也有爭

議，
5
但明朝對新疆、蒙古顯然就連這樣間接的所謂「羈縻」都沒有；同時，

清朝對西藏同樣也非直接的統治，較之西藏與清朝之間，西藏與明朝之間，是

否也存有某種文化認同？

三、明帝國

西藏是在元代開始臣服於中原王朝。西藏以宗教領導政治，元代時西藏境

內教派林立，元世祖忽必烈扶植其中的薩迦派領袖並尊為國師，再成立總管西

藏宗教與軍政事務的「宣政院」，薩迦派領袖因元朝之助而控制了西藏，故也

向元朝輸誠。既有研究認為，元朝是以現實主義式的利誘、高壓等權謀手段，

在西藏施展「以教領政」的統治（韓儒林 1982, 425-432; 陳慶英 1984, 44-62; 

4 實際上，《清實錄》根本就是由滿族大臣主持編纂，而且是皇帝本人每日早晨需研

習的功課（朱正業等 2008, 89-92；楊立紅等 2008, 44-50；2012, 123-127；2014, 125-
130）。

5 爭議在於，若以現代主權國家疆界的角度，或是與明朝的內地各個行省相比，明朝對

於西藏的控制顯然較低，明朝在西藏所設立的統治機構，大概只算是警察與治安單

位，但若只是朝貢國又不會有這種機構的設立（石碩 1992, 37-45；1993, 65-75；張江
華 1994,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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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衛榮 1988, 136-149; 王衛軍 1998, 173-184），也就是「將西藏教派勢力作為

代理人，建立和扶持西藏地方政權，繼而通過對他們的有效操縱和控制來實施

其對西藏的統治。」（彭建英 1999, 86）。這種措施「使西藏教派勢力在西藏

本土的利益得到保障，同時也確立了他們在內地享有優越地位。」（彭建英 

1999, 86；張雲 2014, 41-49；馬睿等 2016, 1-5），故而樂於當元朝的代理人。

元朝之後，明朝接續了對西藏的控制，「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然

終明世，奉貢不絕云」（楊家駱編、張廷玉等著 1991d, 8576）。關於明朝時

期西藏為何也持續效忠，既有的國際關係研究自然也不多見，而主要也屬於歷

史學界的研究，但其中所存在見解上的分歧，也正反映了國際關係學界中，現

實主義與建構主義間的爭論。毫無疑問，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論，也不會說成

功的控制只需要有文化認同即可，而全不需要實力優勢與各種權謀手腕，但問

題是文化認同是否就完全不必考慮呢？

一類的研究即屬於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脈絡，認為明朝對西藏的成功控

制，就先是靠武力的震懾，隨後是分化、攏絡、監控等權謀技巧。
6
例如陳柏

萍的〈明洪武、永樂年間治藏政策述略〉一文就認為明代治藏的成功，明初大

將徐達在定西大破元軍的浩大聲威，使得西藏政、教各界本來心存觀望者，

都不再敢違逆明朝的意志，是明朝往後成功的最根本基礎（陳柏萍 2006, 23-

27）。賈麗芳的〈簡析明朝治藏的均勢思想〉一文，則認為明太祖訂下「多封

眾建，尚用僧徒」的祖訓，是明代歷任皇帝管理西藏一貫指導原則，利用西藏

當地諸多宗教勢力的彼此牽制，便利明朝的控制（賈麗芳 2011, 31-33），如

同馬基維利在君王論中所建議的統馭策略。於此，張安禮的〈淺析明太祖朱元

璋對藏僧的多封眾建〉也持相同觀點，指出朱元璋「多封眾建」宗教政策的成

功（張安禮 2010, 12-14）。澤勇〈元明兩朝治藏政策及其特點〉一文，還將

明此一「多封眾建」的政策，與元朝「獨尊一派」的政策加以比較，認為明朝

政策是成功的（澤勇 2008, 44-51）。陳楠的〈明代西藏地方政教體制及職官

制度考述〉一文，更對明朝在西藏的統治制度演變、職官更迭、法規修訂等細

節進行察考（陳楠 2009, 67-75）。

6 甚至，這些統治技巧也都為清朝所沿用（馬嘯 2011,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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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武強〈近30年來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綜述〉一文，更彙整了近三十年來關

於明代治藏政策研究，除了前述「多封眾建」的宗教政策，還有「貢市羈縻」

的經濟攏絡政策（陳武強 2016, 28-34）。在既有研究中，這所謂「『貢』

『市』羈縻」，是分別指西藏社會上層對明朝中央的「朝『貢』」，和一般西

藏百姓與漢人的「茶馬互『市』」。有關「朝貢」的研究，主要是整理明國如

何透過調整路線、時間、供品內容等等朝貢制度，讓西藏地區的諸多政教領袖

效忠明朝。朱文莉與毛陽海的〈論明代中央治藏的「貢市羈縻」政策〉，就是

早期此一主題研究成果的代表，該文提出明朝中央政府以朝貢控制西藏地方政

府的財政，互市則以貿易強化藏人與漢人連結，此二政策讓明朝能夠有效控制

西藏地方，進而主導藏區經濟發展（朱文莉等 2005, 36-39）。之後的研究也

延續此觀點，次旦紮西〈論明朝管理西藏宗教事務的基本經驗〉一文，就記述

明朝歷任帝王如何以實際利益，透過朝貢的活動，來收買西藏的宗教領袖（次

旦紮西 2016, 57-64）。至於「茶馬互市」的研究，則比較許多關於互市的制

度、地區與時間的差異，並認為產品的互通有無，形成了藏人對漢人的經濟依

存，此一經濟利益的誘因有助於明朝對西藏的統治（肖文清等 2009, 61-65；

殷叔鵬 2012, 81-83；黃兆宏等 2015, 31-38；喜富裕 2014, 92-95）。例如劉凱

的〈明朝漢藏經濟交流—以西藏地方對明中央貢賜貿易為例〉一文就認為，

互市的交易活動之需，使中原和藏區的交通線與經濟得以發展，讓漢人與藏人

互相交流並融合，而有利明朝的控制（劉凱 2015, 50）。但也有研究認為，明

朝對西藏的經濟利益引誘其實力度不大，西藏並沒有因為與明朝內地漢人貿易

而經濟繁榮，而仍是相對貧窮落後之地（高玲等 2015, 5-8）。

再來就是明朝在西藏設立的「都司」、「衛所」軍政制度，這是明朝對

西藏的控制方式（楊家駱編、張廷玉等著 1991a, 1009）。此類機構的職能，

與明朝其他的軍事單位相同，負責「統其官軍及其部落，以聽徵調、守衛、

朝貢、保塞之令，以時修浚其城池而閱視之。」（楊家駱編、張廷玉等著 

1991b, 1752-1753）。明朝一開始在西藏設立了「朵甘衛」、「烏思藏衛」，

隸屬於總管陝甘軍務的「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之後均升格為「朵甘都指揮使

司」、「烏思藏都指揮使司」。「朵甘都指揮使司」轄區，大抵為今日西藏東

部昌都、四川西部拉昌與青海西南玉樹；「烏思藏都指揮使司」轄區，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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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西藏昌都以外的範圍。明朝在西藏另設有「怕木竹巴萬戶府」，管區為

今日西藏山南一帶；「烏思藏隴答千戶所」，管區圍今四川甘孜地區；「俄

力思軍民元帥府」，管區為今日西藏阿里地區（楊家駱編、張廷玉等著 1991c, 

2227-2228; 1991d, 8579, 8588）。既有研究，針對這些單位的設置沿革、部門

職能、組織結構等層面進行整理，指出明朝為了有效控制西藏區，而設置了這

些簡稱為「都司」的軍政民政雙重功能機構，其下轄有各個「衛所」的地方駐

防部隊，既維持治安也兼管地方行政、民事，並藉辦理戶籍、稅收、工程建設

等業務之便，隨時掌握西藏當地情報，使明朝對西藏的統治更深入。例如王繼

光的〈明代必里衛新考〉（王繼光 1993, 149-156），程利英〈明代關西七衛

與西番諸衛〉（程利英 2005, 15-18），王建敏的〈明初藏區行都武衛設置述

略〉等（王建敏 2009, 33-39）。

另一類的研究則接近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觀點，認為明朝儘管不能說自己

也信奉喇嘛教、也不是漢人，但至少尊重西藏當地的文化，不採高壓與同化政

策，而打開西藏的心防，接受明朝的領導。陳慶英的〈論明朝對藏傳佛教的管

理〉一文，即認為明朝尊重西藏當地宗教，使明朝能對西藏進行有效管理（陳

慶英 2000, 57-74）。鄧前程的研究更進一步強調，明朝對西藏的統治方式不

但與過去元朝時不同，也與明朝管理自己轄下的其他地區不同，展現出「非

強制性」的特點，透過尊重當地宗教，使宗教的力量來促使藏人的順服（鄧前

程 2003）。馬嘯的〈明朝與蒙藏地區政治互動模式初探〉一文，也強調這種

非強制性，他在文中提出「與明蒙雙方武力對峙的激烈互動模式不同，明中央

政府對藏族地區則主要實施『政治招撫』的政策，⋯⋯如果說明朝對蒙古地區

實行政治招撫政策只是作為武力對峙的補充手段，那麼明朝對藏區則主要使

用政治招撫政策，很少使用軍事手段。」（馬嘯 2008, 15-26）。另外張屹的

〈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一文，甚至認為明朝主流的儒家政治思想，就是明

朝治藏成功的原因。他以明初重要文臣劉基、宋濂、陶安等皆接受朱熹理學詮

釋「王道思想」，也就是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爭」的標準，貶抑秦始

皇、漢武帝、唐太宗等一般所認為的雄才大略君主，並以此影響明太祖的施

政，使得明朝專注民生而不向外擴張，所以對西藏的治理是採「溫和」路線，

且為後來的清朝所沿襲，迥異於元朝的「高壓」路線（張屹 2007,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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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研究與史料檢索

在理論化文化認同與帝國邊疆的總目標下，面對既有研究的分歧，要探

究西藏有無對明朝的文化認同，藏文的史料邏輯上會是優先考察的對象。然

而，藏文史料儘管存在，卻受到西藏社會宗教信仰濃厚，宗教傳說與教義的影

響，紀錄的內容難免側重於宗教事件，及活佛等僧侶的人物生平事蹟（王堯等 

2003, 59-65）。另一方面，這些藏文史料雖然陸續有漢譯本問世，但在語言艱

澀與文化隔閡之下，翻譯品質也難以核實（王堯等 2003, 11-12, 19-21, 24-25, 

27）。於是乎，漢文史料成了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不諱言，若是漢文史料

中自詡對藏人有感召，西藏對明朝的多元包容有文化認同，難免陷入漢族中心

的迷思；但反過來說，如果在漢文史料中，對西藏都沒有那種文化多元的包容

性，而只有權謀與算計，如此即可充分駁斥文化認同鞏固明朝對西藏控制的論

點，回歸單純的現實主義。這正如同前述對新清史論點的檢視所發現，既然清

朝漢文史料中就存有滿蒙都不是漢人而特別親近的論述，卻沒有滿藏、滿回皆

不是漢人的論述，故可駁斥所謂清朝以其非漢人的內亞性格，來感召異族而鞏

固對西藏、南疆的統治。

明朝的史料，主要是以明朝歷代皇帝與大臣間決策討論原件所編纂的《明

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7）。不過，既有有關明朝對西藏統

治的研究，卻鮮少使用這些原始史料，而使用經過篩選編寫的《明史》。
7

延續既有對清代蒙古、西藏、南疆的研究模式，從1368年明太祖南京稱帝到

1644年明思宗自縊為止，可將明代史料中對西藏的描述，分類呈現其出現情

形，來斷定明朝對西藏是否採取多元包容的態度。目前初步檢索後，史料中

的發現可概分為以下七種，分別是A朝貢，呈現西藏與明朝良性互動的概況；

B一視同仁，呈現出明朝所展現的文化多元包容，如果本文的論證成立，這兩

類應該佔多數（意即，如果連明朝自己都不標榜自己能一視同仁、多元包容異

族，則可拒斥本文立論）；C駁回、D警告，這兩類則代表西藏與明朝互動時

7 如〈明朝與蒙藏地區政治互動模式初探〉一文，全文51個註釋，扣除今人研究成果及
通史類書籍，《明史》使用次數只有10次，《明實錄》使用次數更僅3次，且皆為明太
祖對蒙古戰事的分析（馬嘯 2008,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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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摩擦，如果本文的論證成立，這兩類應該相對只佔少數（意即，如果明朝駁

回、拒絕西藏的情況，遠多於接受西藏的情形，則可拒斥本文立論）；至於E

鄙視藏人，算是明朝文化多元包容的直接反證，如果本文的論證成立，即使在

有摩擦的情況下，這一類仍得很少見（意即，如果連明朝自己都在沒有摩擦的

情況下，還充斥對異族的批評鄙夷，則可拒斥本文立論）；F賞賜奢侈浪費、

G財政負擔不起，這兩類則是進一步檢視明朝文化多元包容性的標的，即使反

對頻繁賞賜西藏，也不是出於提防、懷疑西藏之類權謀利害算計的論點（意

即，如果連明朝自己都充斥對異族的提防、猜忌等權謀利害算計，則可拒斥本

文立論）。

總計七種類別出現的情形如後。A朝貢，史料中共計出現182次，8B一視

同仁，史料中共計出現53次，9
出現情形的確遠多於C駁回在史料中所出現8

8 例如，西藏強宗兼政治豪族，怕木竹巴薩迦派昆氏家族接受明朝冊封並對明朝朝貢。

紀載於洪武六年正月二十七日（西元1373年2月19日）：「烏思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章
陽沙加監藏，遣酋長鎖南藏卜，以佛像、佛書、舍利來貢。詔置佛寺，賜使者文綺襲

衣有差。」（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a, 1433）。
9 例如，在明朝正式將西藏納入勢力範圍之際，對於願意放棄元朝而歸順者，明太祖決

定一律承襲舊職與福利，無所差異，並以此為宣傳，繼續擴大招安。紀載於洪武六年

二月一日（西元1373年2月23日）：「詔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宣慰司，二元
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指揮同

知僉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戶等官，凡六十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

盛佛寶國師。先是，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番，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至是喃加

巴藏卜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

官職；未來者宜勿與。上曰：『吾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在彼矣，況此人萬里來

朝，若俟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有差。仍遣詔諭

朵甘烏思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

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國

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

安各族。朕嘉其識達天命，慕義來庭，不勞師旅之征，俱效職方之貢，宜從所請，以

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賜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朵

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誥印，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

方；為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共樂太平。』⋯⋯河州衛鎮撫韓加里麻等，

持勑同至西番，招諭未附土酋。」（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a, 1437-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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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0
與D警告在史料中所出現28次。11

至於E鄙視藏人，史料中也確實僅出現

8次；12
至於F賞賜奢侈浪費在史料僅出現7次，13G財政負擔不起在史料中更只

出現3次，14
且其中均未有提防、懷疑西藏等的論點（詳見附錄）。各類別出

現情形，再彙整如下圖一。圖中由上而下的時序軸線，將類別A進貢、B一視

同仁、F賞賜奢侈浪費、G財政負擔不起等四個類別，依出現年度做次數累加

註記於右側，這些共同代表的是明朝文化多元包容的一面，即使反對賞賜也不

是批評西藏；至於類別C駁回、D警告、E鄙視藏人，則依出現年度做次數累加

註記於左側，這些代表反面的證據。從中可以發現，儘管發生不少訛詐冒偽的

10 例如，對於西藏在進貢之餘，要求明朝布施功德、刊印達賴語錄等善書，明英宗不接

受。紀載於正統五年八月六日（西元1440年9月1日）：「烏思藏剌麻三竹藏卜等奏，
求布施大寺院食茶五萬斤、刊印板的達語錄、祖師秘訣，及於番漢地面往來遊方修

行，并勘合護持。上不允。」（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b, 1352-1353）。
11 例如，有一次西藏僧人七百人組成進貢使團，到北京後被發現是假冒。禮部認為邊關

雖未加嚴守，但偽團上貢乃是仰慕天朝，故雖無需按循例賞賜而可減少，以示懲戒。

紀載於弘治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西元1489年3月24日）：「長河西宣慰司番僧綽思吉領
占把藏卜等七百人，冒稱烏思藏所遣朝貢，到京禮部譯淂其情，請量減賞賜以示薄責

之意。從之。」（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e, 535）。
12 例如，明朝大臣上奏康藏地區民性狡詐，藉口上貢、徇私獲利，要求地方貫徹查核、

防範。紀載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西元1478年7月14日）：「禮部言西番安定王
所遣使臣朵兒只領占等奏「欲依永樂、宣德舊例，差人熬茶通道」其實貪利圖賞，以

遂私意。況夷性悍詐，西鄙重鎮不可不為之防，宜下鎮守甘肅總兵等官申嚴邊備報

可。」（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d, 3224）。
13 例如，明朝大臣上奏認為，接待並賞賜西藏貢使，是奢侈浪費之舉。紀載於正德十年

十二月八日（西元1516年1月11日）：「禮部尚書毛紀言『頃者烏思藏大寶法王，違
例差大國師鎖南堅參巴藏卜進貢，蒙恩不加深究，量減賞賜。本夷觖望又求全賞，及

求五綵佛軸等物復俱賜給，今又奉特旨遣人齎送番供大寶法王。一番僧爾何乃上廑寵

遇之隆如此？且問自京師至烏思藏約三萬餘里，往返動經三五年，供應煩費，不可勝

言。又聞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迤西至烏思藏，約有數月程皆黃毛野達子之地，

無州縣驛逓亦無市鎮村落，一切供應錢糧、護送軍馬俱四川都布二司并各土官衙門出

辦差撥。四川連年用兵，即今流賊稍平，而西番蠻賊復起，其財用之乏、軍民之困，

比之他處尤甚，若重加此累，恐生意外之變，咎將誰歸？伏望皇上軫念四川重地，追

寢成命，將番供等物照例請勑，付原差大國師領還，生民之福也。』不報。」（中央

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f, 2624）。
14 例如，明朝大臣上奏，表示西藏來貢實在太頻繁，無法負擔賞賜之需，經商議後，決

定限三年一貢。紀載於成化六年四月十七日（西元1470年5月17日）：「工部奏『四夷
朝貢人數日增，歲造衣幣，賞賚不敷。』上曰其移文各邊。今如已定年數入貢，不淂

違越。鄒榦等以烏思藏原無定立則例，議請烏思藏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四王，三

年一貢。」（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967c, 1516-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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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明朝史料中的西藏論述類別與時間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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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也不乏駁回、警告的情事，甚有一些鄙視藏人的記載，但整體有明一代

對於西藏的朝貢基本上是來者不拒，且在明朝前半的時光中，不斷強調多元包

容，明朝天子對四方一視同仁，且反對意見中並無出現權謀利害算計的論述。

肆、結論

帝國邊疆，是當代國際關係研究中較少探討的話題，常因當代主權國家疆

界內外的二分法，而被視為純屬內政問題，但本文採取跨越時空的宏觀視角，

對多民族大帝國的收放之間、異族的叛服之間，試圖尋求理論化的解答。現實

主義的物質力量觀點固然必要，但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觀點是否仍不可忽視？

本文回顧了有關羅馬帝國之下，異族對羅馬有無文化認同的討論；也檢視了清

帝國之下，蒙古、西藏、回疆與滿人之間文化認同的相關研究；進而勘察了明

朝如何統治西藏的相關文獻，再針對明代史料中的西藏進行探索。

如同前文所述，本文針對明朝時的西藏，係採用最可能案例（most 

likely）的邏輯來選擇觀察對象，倘若在明代漢文史料中，明朝對西藏都只是

權謀的統馭之術，則建構主義的文化認同論將被否證，現實主義可展現其跨越

時空的適用性，但從目前史料檢索的初步結果看來，此說並不成立。至少在明

代前半，明朝一直不斷強調，皇帝對天下子民一視同仁，對於西藏頻繁前來朝

貢，明朝大多是來者不拒，雖有時予以警告、甚至也不乏鄙視藏人的字句，但

出現次數甚少。尤其，明朝史料中關於明朝與西藏間互動的記載如此之多，遠

遠超過自詡與西藏有共同宗教信仰，且與藏人一般都不是漢人的清朝，更是耐

人尋味。

當然，目前的研究發現，很難就此反推藏人對明朝確實有文化認同，在史

料的限制下這仍是難以直接證明的論點，本文只能以研究紀要的型態呈現。不

過，這至少仍能說明，明朝努力感召藏人，搭配賞賜的物質攏絡，從此仍可見

文化認同仍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對崛起中的中國，甚至對美國也

都是如此。不同於歐洲的民族國家，美中兩方其實都可謂古時多民族大帝國的

當代重現，文化認同不僅關係到各自如何統治境內、影響外邦，也關係到彼此

如何利用對方民族的不齊一，來在雙方的角力中取得上風。尤其，在這個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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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世界，不同文化的民族跨境移動、接觸更加頻繁，網際網路與社群媒

體未能促進交流融合，反而加深同溫層現象。更密切的互動可能激發了他我的

區隔，科技也允許分布在不同國家的同文化民族，能有更密切有效的聯絡。與

過去對照之下，文化認同的重要性，不但不減還可能更甚以往。

正如同學者們爭論羅馬帝國的衰亡，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連；學者們同樣

以羅馬帝國比擬當今的美國，美國的興衰強弱、勢力範圍的大小、與盟邦的離

合，可能也都與文化認同相連。鑑往知來，歷史雖有其差異性，但亦有其相似

性，本文從羅馬帝國、清帝國的討論出發，接續明代西藏的史料初步檢索，期

望以此為開端能在日後形成跨時且跨域的宏觀理論，增進歷史學與國際關係學

的對話，從而更能掌握未來世界的走向。

 （收件：112年12月14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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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ction of countries in East Asia under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a topic of widespread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reaction of China’s 

border areas has been relatively ignored. For multi-nation empir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foreign territories can be included, and owned territories 

may also be lost. The degree of control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at seek general explanations 

over a wide range of times and spaces, what exactly are the key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expansion/retraction of empires? Realism focus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power.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vism, 

whether foreign peoples have cultural identity with the empire is also 

important. In addition to the studies about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ed on the Qing Empire, exploring whether the Qing, which 

had both Confucianism and Inner Asian character, could more firmly control 

the border areas. From then on, a further question was extended. In contrast 

to Qing Empire’s successful control of today’s Mongolia, Xinjiang, Tibet, 

the Ming Empire, which was only Confucian and Han-Chinese in character, 

also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Tibet’s royalty. Was there any 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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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ibet and the Ming? This article will survey Tibet in the Ming archiv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ise of China in contemporary world.

Keywords:  Culture Identity, Cultural Pluralism, Empire, Frontier, Ris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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